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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社交媒体的广泛应用与 ５Ｇ 新技术的出现， 使传播媒介已然成为当下社会环境的重要组成部

分。 文章比较和分析了北美媒介环境学派和欧洲媒介化研究学派的异同， 考察了两种 “媒介环境” 观研究

范式和 “媒介” 内涵的演变， 前者为结构功能主义的科技生态范式， 后者为社会建构主义的实践范式； 现

代社会背景下， 媒介与社会环境研究对象的一致性使得两个学派具有前后的延续性与互补性； 文章最后通

过提供 “媒介化” 过程的五个层次来整合两种 “媒介环境” 观， 试图构建广义的 “媒介环境学”， 重塑对

“媒介环境” 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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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 “无处不在的传媒成为当代社会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社会也在传媒的发展、 扩张、 弥漫和渗

透之中不断建构和重构”，［１］ “媒介正在以不断变换的方式将世界置入我们的日常事务中”。［２］ 这些对现

代社会的描述似乎构成了媒介技术与社会环境变迁的普遍刻画， 特别是随着新媒体、 社交媒体的广泛

应用， 以及 ５Ｇ 新技术的出现， 传播媒介已毋庸置疑地成为当下社会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传播学学术流派来看， 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媒介环境学 （ｍｅｄｉａ ｅｃｏｌｏｇｙ） 在美国高校开设课程，

即标志着将 “媒介作为环境” （ｍｅｄｉａ ａ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研究的开始； 而近年来， 国内外学界开始讨论传

播研究的 “媒介化” （ｍｅｄｉ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转向， 其中心意旨也试图揭示出媒介在社会中的作用和以媒介运作

为逻辑的社会形态特征。［３］这两个学术流派有何异同， 以及如何理解媒介环境学派强调的 “作为环境的

媒介” 到传播研究 “媒介化” 的转变是本文关注的核心问题。 本文在比较分析两种 “媒介环境” 观的

研究范式和 “媒介” 内涵的基础上， 综合性地提出了广义的 “媒介环境学”， 并试图全面理解现代社会

的 “媒介环境”， 深化对北美环境学派与欧陆媒介化学派的勾连与整合。

一、 北美媒介环境学视角中的媒介与环境

说到传播学对媒介与环境关系的认识， 北美多伦多大学的媒介环境学派是一支重要的学术流派。
延续早期媒介环境学派先驱的思想， 媒介环境学的重要奠基人尼尔·波兹曼 （Ｎｅｉｌ Ｐｏｓｔｍａｎ） 在创立媒

介环境学课程时指出， “媒介环境学把环境当作媒介来研究” “研究传播媒介如何影响人的感知、 感情、
认识和价值”。［４］因而， 媒介环境学对媒介与社会关系的考察， 将 “人、 技术和文化的三角关系为研究

重点， 以泛环境论著称， 主要旨趣在技术和媒介对人和社会心理的长效影响”。［５］ 值得关注的是， 媒介

环境学对媒介之于人和社会影响的考察， 着重体现在符号环境、 感知环境和社会环境对人们思维和感

知的塑造上， 矫正了以往经验学派独霸、 批判学派式微的传播研究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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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研究视角一方面反映出媒介环境学派吸取了刘易斯·芒福德 （ Ｌｅｗｉｓ Ｍｕｍｆｏｒｄ）、 哈罗德·伊尼斯

（Ｈａｒｏｌｄ Ｉｎｎｉｓ）、 马歇尔·麦克卢汉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Ｍｃｌｕｈａｎ） 关于媒介技术对人类感官影响的基本观点。［６］ 媒

介环境学派重要人物麦克卢汉提出 “媒介即人体的延伸” 的观点， 认为 “一切技术都是肉体和神经系

统增加力量和速度的延伸”， 并且 “人在正常使用技术的情况下， 总是永远不断受到技术的修改。” ［７］ 这

预示着人类通过技术革新延伸人体的一部分发明媒介， 并在使用媒介的过程中影响到人类的感知。 而

事实上， 在麦克卢汉之前， 芒福德、 伊尼斯也从技术与文明的关系、 媒介与传播的偏向等视角提出

“技术进步的人性化” ［８］ “技术偏向的时空感知” 等观点，［９］媒介技术对社会感知的影响成为媒介环境学

派学者关注的焦点问题。 基于此， 媒介环境学认为媒介固有的物质结构和符号形式塑造着什么信息被

编码和传输、 如何被编码、 传输和解码， 以形成特有的偏向， 并促成各种心理或感觉的、 社会的、 经

济的、 政治的、 文化的结果。 因此， 当传播媒介成为社会环境， 以媒介环境学视角对媒介技术进行考

察时， 最初是以技术和符号的社会感知作为认识的突破口。
　 　 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媒介环境学创立之初所体现的人文主义关怀。 受到生物学生态 （ ｅｃｏｌｏｇｙ） 概念

的指引， 媒介环境学强调媒介与人互动产生平衡而健全的环境， 以促进文化的象征性平衡。［４］（４４） 当传播

媒介作为环境在社会中予以应用， 该学派重点在于协调人与传播媒介的关系， 把维持媒介与人的动态

平衡关系视作最终的归宿， 突出符号、 媒介和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 强化文化、 科技与人类传播之间

的互动共生关系。 麦克卢汉也曾指出， “一种新技术让我们的一种或多种感官得以延伸， 并在社交世界

拥有得以外化的具体表现时， 那么我们所有的感官将在特定的文化中形成新的平衡比率。” ［１０］ 可见， 媒

介环境学派反思媒介技术的工具论， 试图摆脱技术理性指导下的传播异化， 将生态学的理念和文化价

值观放置在特定的媒介技术环境下思考， 把和谐与平衡作为处理技术与社会关系的目标， 希望最终形

成媒介技术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关系。
无论是媒介技术对人类感知的影响， 还是媒介技术与人类的人文主义关怀， 宏观地看， 媒介与文化

是媒介环境学考察 “作为环境的媒介” 的一对重要关系： 媒介作为人们的外部环境对个体产生影响，
强调社会和文化对媒介感知的平衡作用。 媒介环境学强调对人类、 媒介和社会进行系统观察， 开辟了

在结构和互动关系中动态考察媒介的视野， 所倡导的协调、 平衡观念是作为最高的前提存在的， 回应

了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后生态主义的政治话语。［１１］因此， 媒介环境学契合了 “生态” 概念最基本的内涵， 赋

予作为环境的媒介与文化价值观的生态平衡、 和谐与稳定， 提供技术生态主义的构想， 旨在关注媒介

本身如何影响社会和人的发展， 使之区别于传播学研究的其他两大流派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１２］

然而， 这一学派也具有研究视角的局限性， 比如过于偏重科技生态的呈现， 而缺乏对生态问题中作

为核心话语的文化生态和生态伦理方面的系统论述， 导致对生态认识起决定性作用的政治经济方面的

分析弱化， 从而忽视了媒介主体的作用。 同时， 由于该学派关注媒介技术对社会和人类发展的影响，
因而也就将媒介技术作为社会影响的前提， 而人类和文化对技术的反应则仅是作为系统调适和平衡来

运行。 即使媒介环境学研究 “不否认多元因素对社会历史变化的影响， 也不否认人与社会在媒介面前

的主观能动性”，［１３］但建立在技术生态论基础上的技术反应与调适是有限和脆弱的， 科技人文主义浪漫

式的想象背后缺乏的是对媒介技术形成的社会脉络和技术实践中权力因素的考量。 技术与文化的互动

机制一旦失去平衡， 就会成为媒介环境学派难以解释的对象， 因此， 政治经济力量和媒介主体能动性

的缺失成为从媒介环境学视角理解媒介技术与文化关系时天然的缺陷。

二、 欧陆 “媒介化” 视角中的媒介与环境

近年来， 欧洲学界兴起的 “媒介化” 专题的讨论， 成为理解媒介与社会环境之间关系的又一概念。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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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将 “由媒介运用而来的社会与文化生活的转型， 并以适合媒介再现的方式而呈现的过程” 称之

为 “媒介化”， 该概念重新审视了媒介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 强调媒介介入社会进程， 甚至重塑其他

社会场域中特定的制度化实践。［１４］ 因此， 也就将传统媒介环境学所关注的 “媒介” 环境转移到当下的

“媒介化” 环境之中， 由 “媒介作为环境” 过渡到 “媒介化” 环境 ／ 媒介化社会的演变。
尽管 “媒介” 环境和 “媒介化” 环境都离不开媒介技术作为传播和扩散的最基本前提， 但 “媒介

化” 概念不仅在于强调媒介作为技术载体和平台， 更在于强调现代社会中社会与文化生产的 “媒介逻

辑” （ｍｅｄｉａ ｌｏｇｉｃ），［１５］特别突出媒介具有促成不同社会生活或相关领域社会实践的可能性， 媒介逻辑成

为当代社会逻辑的一部分。 丹麦学者施蒂格·夏瓦 （Ｓｔｉｇ Ｈｊａｒｖａｒｄ） 也指出 “媒介化” 被用于描述社会

和文化综合发展中的一种状态或阶段， 即媒介对其他社会制度或系统施加特殊的主导性影响。［１６］ 在媒介

化环境中， 媒介已经不再是处于被支配和信息中介的角色， 而是成为社会或文化变迁的能动实施者，
媒介被进一步整合进入相关领域， 成为主体以媒介逻辑予以运作后的存在。

“媒介化作为一个分析概念， 试图将特定的媒介科技形式的使用所造成的社会影响， 与更广阔的社

会过程接合， 且更强调前者 （媒介） 对于后者 （社会过程） 的介入或干预”。［１７］ 而媒介的这种介入或干

预成为现代媒介化社会公众认知与架构社会现实的一种特殊框架， 揭示出媒介在再现和建构世界的过

程中自然化地成为社会的中心， 形成围绕媒介中心而产生的社会逻辑。［１８］的确， 在现代社会环境下， 情

境的再现日益需要通过媒介形式予以呈现， 媒介在作为建构世界的独特机制以及形成公众认知的社会

框架方面， 起到基础的中介作用， 同时公众能动地借助于媒介逻辑的运作使媒介与社会处于互构和再

生产的关系之中， 从而促进媒介对政治、 文化和社会的重塑。
与传统的媒介环境学派不同的是， 媒介化研究弥补了以往媒介研究的缺陷， 即 “媒介不再是社会

之外的一个独立存在， 而是作为社会和文化的一部分发生着影响”。［１９］ “媒介化” 环境中的 “媒介” 不

再是媒介环境学中线性单一的、 依附在人类感知和文化目的之下的媒介技术， 而是体现出 “媒介与社

会建制的互动过程”， 媒介的技术形式在社会动态过程中与既有的社会建制发展出复杂的互动关系。［１７］

媒介技术与社会场域之间形成相互的勾连， 技术背后的主体能动地参与和建构媒介， 主动地介入到日

常生活与社会世界， 参与到社会进程之中。
“媒介化” 概念逐渐成为现代社会中人类互动实践与媒介技术相关联的考察对象，［２０］ 摆脱了以往技

术协调式发展的科技生态论， 媒介使用主体的社会实践打破了技术平衡观， 媒介 （技术） 与社会环境

的关系不断被重塑， 并处于深度地互动和建构之中， 形成了在媒介化进程中依托媒介技术而形成的社

会实践。 此外， 雷吉斯·德布雷 （Ｒｅｇｉｓ Ｄｅｂｒａｙ） 的 “媒介域” （ｍｅｄｉａｓｐｈｅｒｅｓ） 概念也类似于 “媒介

化” 的研究取向， 都在于讨论技术的主体和社会关系结构， 考察 “参与符号生产和事件生产的相互交

织的中介实体和动力程序的关系逻辑” “把技术变量作为 ａｇｅｎｃｙ （能动） 来考虑， 技术配置和主观意图

相结合、 行为和再现相统一的技术文化同时触摸社会心理的边界”，［２１］ 强调技术演化与信息发送、 接收

形成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的过程。
因此， 媒介化研究的技术和社会建构论思想将媒介应用背后的主体能动逻辑引入对媒介与社会关

系的思考， 从某种程度上突破了媒介环境学派的技术生态观点， 其考虑到媒介与社会权力、 外部因素

之间的互动关系， 让技术的应用主体处于媒介环境之中， 能动地进入到媒介的社会建构进程之中， 从

而实现 “媒介与社会建制的互动”。

三、 两种 “媒介环境” 观的范式与内涵差异

媒介环境学和 “媒介化” 研究是从不同的视角来理解和把握媒介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的， 前者强调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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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环境的媒介”， 后者强调 “媒介与社会建制的互动”， 两种视角在学理上呈现为研究取向的差异，
但它们的共同点在于把媒介视为社会外部环境的一部分， 媒介进入社会各个领域并产生影响。 现代社

会正处于 “媒介” 环境和 “媒介化” 的社会形态中， 如何理解与认识两种不同的 “媒介环境” 观， 以

及两者对 “媒介” 的认识和研究取向又有何不同？
（一） 两种 “媒介环境” 观的研究范式

从研究范式来看， 两种 “媒介环境” 观具有不同的研究传统和旨趣。 传统的媒介环境学派延续了

人类生态学理论学家霍利 （Ｈａｗｌｅｙ） 关于社会环境与社会系统的认识， 特定环境中整体相互依赖的单

位， 彼此建立联系以适应相应的功能， 技术的增长和进化会与其他技术或文化形成均衡， 达到平衡的

状态。［２２］这种研究传统以结构主义为基础， 沿袭功能主义的传统， 将任何一种环境均视为一种结构， 每

一种结构都有约束其内部行为的外部规律法则。［２３］可见， 传统的媒介环境学研究范式中， 媒介是外部社

会结构的因素， 而文化的感知与调适是外部的法则， 体现出作为结构的技术与作为外部约束机制的文

化之间的平衡与制约关系。 结构功能主义取向试图想要建立结构与功能的协调与平衡， 与人类生态学

和媒介环境学所倡导的技术生态主义理念不谋而合。［２４］放置在传播活动中， 结构功能主义模式把传播结

构视为一种外在于人的实践的功能性结构， 人作为实践的主体特征在传播结构中趋于消失。［２５］

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 （Ａｎｔｈｏｎｙ Ｇｉｄｄｅｎｓ） 的结构化理论改变了 （结构） 功能主义者视野

中将 “结构” 视为社会关系或社会现象的某种 “模式化” 的状况， 而将 “结构” 理解为一种社会再生

产的产物， 在实践活动中导引具有认知能力的行动者。 吉登斯所称的结构是规则和资源， 具体体现在

各种社会实践并 “内在于” 人的活动中。 这里结构变得不等同于制约， 相反， 结构可以同时具有制约

性与使动性。［２６］在以往媒介技术与社会环境这对关系中， 媒介技术作为社会结构对社会产生影响， 被视

为脱离于人的行动的外在之物， 即使媒介与文化的互动关系和符号感知作用也是以媒介技术作为社会

环境和社会结构一部分为前提的。 而结构化理论则认为规则与资源在社会系统中的实践与互动过程是

不断循环往复的动态过程， 媒介技术不再只是人们施加行为的对象， 而是媒介在人们实践活动中能动

的过程， 通过和在行动的反思性监控中得到组织。 行动者的自主性和反思性成为人作为主体从事社会

实践的重要特征， 而这种反思性体现在传播活动中则是行动者 （主体） 按媒介逻辑进行运作的传播实

践活动。
当然， 在现代社会的背景下， “媒介” 的复杂性在于其具有双重属性： 媒介 （技术） 不仅是作为社

会结构的中介载体， 同时又是人们能动地实现相关社会实践的对象。 媒介化研究正是注重考察媒介环

境与社会互动过程中 “被媒介化” 的现实情境与日常生活的建构， 以及主体进入到媒介建构的进程中

逐渐成为按媒介逻辑进行社会运作的制度化过程。 因而， 媒介化的研究取向具有社会建构论的色彩，
媒介技术 （结构） 与社会行为是互构和再生产的过程， 媒介成为人们按媒介逻辑进行社会实践的对象，
在媒介运用过程中体现出人对 “媒介” 的反思性和能动性特征。

（二） “媒介” 概念的不同内涵

当然， 对不同 “媒介环境” 观的认识， 也体现出对 “媒介” 概念不同内涵的理解。 传统媒介环境

学中的 “媒介”， 把 “媒介作为环境”， 媒介是人体感知的延伸， 无论是作为技术意义上的媒介， 还是

作为隐喻意义上的媒介， 媒介 （技术） 是作为人的存在方式。 从海德格尔存在主义的视角理解 “媒介”
的特性， 媒介 （技术） 不仅是作为人的工具和手段， 而且是构造出人与技术的一种新关系参与到事物、
自然和世界的构建中， 体现为技术 （媒介） 与主体之间复杂的互构关系。［２７］ 因而， “媒介” 弥漫于人们

经验世界的所有努力中， 成为人们在世存有的 “中介”， 是一个容纳人、 技术、 权力和资本要素的 “行
动场域”。［２８］因此在传统媒介环境学研究中， 媒介环境和文化对人类媒介感知的协调与平衡是重要的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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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方式， 体现为技术作为人的存在方式和技术文化的调和统一。
而 “媒介化” 研究中的 “媒介” 则体现出新的内涵和延伸， “媒介化” 概念一方面被视为制度化

过程， “媒介融入其他社会制度与文化领域的运作中， 同时其自身也相应成为社会制度”，［１６］（２１） 使媒介

的角色以独立的社会力量形塑现代社会； 另一方面体现为社会建构特征， 将日常生活中的媒介化视为

主体与媒介的社会互动过程， 人们通过与媒介的互动来改变其建构社会的方式。 如克罗茨 （Ｋｒｏｔｚ） 将

“媒介化” 视为 “元过程” （Ｍｅｔａ－ｐｒｏｃｅｓｓ）， 媒介逐渐地与日常生活、 社会和文化作为一个整体的建构

紧密相关， “媒介化” 的动态过程建构起与全球化、 个体化、 商业化并行发展的社会趋势。［２９］ 无论是

“媒介化” 的制度化过程， 还是社会建构特征， “媒介化” 反映出人、 技术、 权力、 资本等要素在 “物
化” 装置中的相互汇集与互构的过程。

在媒介化进程中， “媒介” 不仅是作为人的存在方式与技术文化的调和， 而且还将这种存在方式发

挥到极致， 媒介背后的主体 （人类） 能动地介入到媒介的建构过程中， 容纳各种要素的 “行动场域”
动态地整合与互构， 彼此渗透和再生产， 体现出 “媒介” 的能动性和自主性。 此外， 库尔德里提出的

媒介研究的新路径， 更是强调 “不是把媒介当作物件、 文本、 感知工具或生产过程， 而是在行为的语

境里参照人正在用媒介做什么”。［３０］ 这种对 “媒介” 的认识从 “作为环境的媒介” 到 “作为实践的媒

介” （ｍｅｄｉａ ａｓ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的转向， 使得媒介研究的实践路径揭示出现代社会媒介所具有的社会实践属

性， 也体现出两种 “媒介环境” 有着不同的 “媒介” 观。
综合两种 “媒介” 的内涵， 以在世存有观念去理解 “媒介”， “媒介” 都是人经验和投身世界的一

切技术与非技术中介物， 是以介质为基础的载体而存在。 而媒介环境学与 “媒介化” 研究中 “媒介”
的差别在于容纳各种要素的 “行动场域” 和 “行动场域” 内部不同要素的互构之间的区别， 这体现出

作为存在主义的媒介环境观与作为互构实践的媒介环境观的差别。 两种 “媒介环境” 概念， 虽然同中

有异， 但均以 “媒介” 与环境的关系作为考察对象， 呈现为静态与动态的结合， 内涵具有互补性与延

续性， 反映出 “媒介环境” 的不同面向。

四、 整合与建构： 广义的 “媒介环境学”
研究范式和对 “媒介” 概念内涵的不同认识厘清了两种 “媒介环境” 观在研究取向上的演变与差

别， 事实上， 正是近年来欧洲学界兴起的 “媒介化” 研究开启了对于 “媒介环境” 新的理解， 对我们

在现代社会背景下重新理解 “媒介环境” 成为可能。 笔者试图整合传统北美的媒介环境学派与欧洲的

“媒介化” 研究， 建构广义的 “媒介环境学”。
胡翼青等将媒介化社会理论视为 “第二个芝加哥学派”， 以符号互动论为理论线索梳理了芝加哥社

会学派从布鲁默、 戈夫曼、 布迪厄到媒介化理论的延续与变形， 梳理了芝加哥学派后期的代表人物将

结构纳入行动的考察之中， 并与符号互动论整合在一起， 从而提出重新理解传统的芝加哥学派。［３１］ 这种

研究视角有一定的可取之处， 芝加哥学派作为社会学发展的早期对社会系统的运行做了整体上的宏观

学理架构， 研究议题包罗万象， 势必涉及到传播媒介及社会互动的多个方面， 因而当前欧洲学派所讨

论的媒介化理论追溯到芝加哥学派自然有相应的理论渊源。 然而， 这种追溯的局限性也在于： 一方面，
其忽视了将媒介技术作为单独的研究对象在传播学的研究中加以延伸讨论， 而这正好是媒介环境学派

把媒介技术视为核心议题的独特性所在， 即突出强调了媒介技术在传播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另一方

面， 媒介环境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 如伊尼斯、 麦克卢汉等， 他们自身的学术渊源都部分来自于芝加

哥学派， 把媒介化理论追溯到更为历史漫长的研究学派显得过于遥远。 本文将欧洲学派的媒介化研究

视为 “第二个媒介环境学派”， 是传统北美媒介环境学派的延伸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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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合两种 “媒介环境” 观过程中， 舒尔茨 （ Ｓｃｈｕｌｚ） 的 “媒介化” 过程的四层次和夏瓦 （Ｈｊａｒ⁃

ｖａｒｄ） 的 “媒介化” 研究为整合两个学派提供了必要的思想来源。 首先， 舒尔茨把媒介化对人类行为的

影响归纳为以下方面：［３］（１０１） （１） 延伸 （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 在时间和空间上延伸人类的交流能力； （２） 替代

（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替代传统的面对面交流活动； （３） 融合 （ａｍａｌｇａｍａｔｉｏｎ）： 将日常生活中不同层面的交流

活动融合起来； （４） 适应 （ａｃｃｏｍｍｏｄａｔｉｏｎ）： 行动者有意识地按照媒介逻辑从事交流活动。 分析这四个

层面， 第一个层面与媒介环境学的代表人物麦克卢汉的 “媒介是人体感官的延伸” 以及伊尼斯所推崇

的 “时间和空间的偏向” 有紧密的联系， 把媒介视为环境来认识， 属于早期媒介环境学的分析视角。

而第二、 三、 四层面则强调媒介与社会其他领域的互动、 媒介作为社会的 “塑造力量”、 现代社会按媒

介逻辑参与到行动者的日常活动之中，［３２］ 这是属于 “媒介化” 研究的 “社会建构论” 视角。 其次， 夏

瓦的 “媒介化” 研究构成了对舒尔茨 “媒介化” 研究的补充， 他将媒介视为独立于文化和社会制度的

形式， 以其独立的制度性要素而对社会进行重构，［３３］被称为 “媒介化” 研究的 “制度化视角”。

以上舒尔茨 “媒介化” 的四个层面加上夏瓦 “媒介化” 研究的 “制度化视角”， 构成了理解与认

识两种 “媒介环境” 观的五个层面 （见表 １）。 五个层面包括从微观、 中观到宏观， 从技术的感知与延

伸到媒介形式对传统面对面交流形式的替代， 过渡到媒介与日常生活的交流与融合， 再到以媒介逻辑

来建构社会交流和传播活动， 最后到最为宏观的以制度化的形式确立媒介的独立性与以媒介逻辑为特

征的现代社会运作方式。 其中， 第一个层面属于媒介环境学派的 “媒介作为环境” 的基本观点， 而第

二到第五层面属于媒介化研究对 “媒介化” 环境的基本观点， 五个层面融合了两种 “媒介环境” 观，

形成了对现代社会 “媒介环境” 的全面认识。

表 １　 两种 “媒介环境” 观的整合

舒尔茨的 “媒介化” “媒介环境” 观

第一层次 延伸 媒介环境学 “媒介作为环境”

第二层次 替代 媒介化研究的 “社会建构”

第三层次 融合 媒介化研究的 “社会建构”

第四层次 适应 媒介化研究的 “社会建构”

夏瓦的 “媒介化”

第五层次 制度 媒介化研究的 “制度化过程”

　 　 这一分析视角一方面体现为广义上对媒介与环境关系的讨论， 把原有的具有科技生态倾向的媒介

环境学派改造成新的现代媒介环境下媒介与人的中介互动和媒介与社会建制互动相结合的新型 “媒介

环境”， 研究取向上既体现为部分差异， 又体现为研究对象 （媒介环境） 的一致性； 另一方面， “第二

个媒介环境学派” 弥补了传统媒介环境学派忽视政治经济因素和媒体主体能动性的缺陷， 将欧洲学者

对权力、 政经因素的强调与北美媒介环境学者的人文主义学术视野相融合， 实现了微观技术和文化感

知与宏观政经关系和主体能动的统一， 在扬长避短的同时又延续了媒介环境学奠定之初将传播媒介

（技术） 对文化和社会形式影响作为基本关注的研究命题， 有机地将两种 “媒介环境” 观整合起来。

总之， 在当下更为广义的 “媒介环境” 背景下， 笔者认为有必要构建广义的 “媒介环境学”， 全面

地理解和把握 “媒介” 与社会、 公众之间的互动实践， 及时考察变动中的媒介环境因素对舆论生态、

主流话语及社会变迁的影响， 进而重塑对 “媒介环境” 及其社会影响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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